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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如何设立治理单元，构建治理体系，选
择治理技术就成为了需要探讨的问题。从目前的状况
看，基层治理更加强调数字化、信息化、系统化和智能
化。在治理系统中，县成为了中重要的集成节点，许多的
任务和信息在这里进行转换和下达。在精细化治理的过

程中，县成为了重要的主导力量和治理单元。
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其内涵和意义也在发生变迁，需要进行持续
的关注。

研究郡县制需要重视的三大制度性背景和原则

当代中国研究郡县制问题，我认为要重视相互关联
的三大制度性背景和原则。

一是央地关系背景与坚持利害相一致原
则。

宋亚平（2017）强调要释放“县”的功能，就是要给
“县”松绑，要把“县”做大做强。有人曾把当代中国经济
发展的奇迹归功于“县”成为“厂商”的角色，其背后的道
理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郡县治，天下
安。“县治”，自古以来就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居承上
启下的作用。如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特别强调重视县
级政权的管理和运作问题，将其作为巩固执政根基和确
保国家安定发展的重大制度性命题来对待。

研究郡县制，首先要看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县治的
央地关系背景与坚持利害相一致原则这个最为重要的
制度性变量问题。

2016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
49 号）》，这是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视角对
中央和地方关系所做的一次重大制度性创新工作，是继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又一次重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制度变迁。这个指导意见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承
担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在共同财政事权中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性划分，
以逐步实现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规
范化，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加快推
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之目标。

一旦这个重大制度性创新举措得到完全落实，原本
在县域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一下子就
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犹如 2006 年
全国正式取消农业税后，附着在农业税上的“三提五统”

等各类收费现象一下子失去了正当性，由此造成的比较
尖锐对立的官民矛盾也自动得到了化解。

与这个问题相连的是，对“县治”的作用也要与时俱
进地看。比如以前看“县”的作用，主要是从县域经济一
体化的视角来分析，甚至归到“市管县体制”下追求经济
发展的思想。如今我们再讲县域一体化，最为重要的议
题则变成了县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再比如，我们以前讨
论如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区域合作议题时，以往因为
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封锁问题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主要障碍因素，如今则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如江苏的
南通市、浙江的嘉兴市都主动来对接上海的发展了。换
句话说，如今讨论“县治”作用，或者分析郡县制传统，要
将其放到更高的层面、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

因此，我们对郡县制传统问题进行讨论，一定要坚
持利害相一致原则。吕思勉（1992）在分析古代中国解决
冲突和矛盾的办法时，认为最好之法还是“利害相一致”
原则，其次才是如今协调各方的意见之法，即民主政治
原理（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 347 页，华东师范大
学 1992 年版）。

由此，可以看出大一统传统在当代中国治理中的份
量来。什么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利益？在讨论郡县制的
传统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大于
一切、高于一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统一第一，社会
稳定第一，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当代中国在大
一统背景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大于一切、高于
一切的利益所在。

二是大国治理背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原
则。

第二大制度性背景和原则就是“大国治理”和“共产
党领导”问题。现在大家讨论郡县制传统，往往都会提到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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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这一重大制度性变量。一般而言，当代中国的
“大国治理”之内涵，有多重涵义：首先是人口众多，族群
复杂；其次是国土辽阔，地区差距巨大；最后是历史文化
深厚，发展任务重大。换句话说，“大国治理”既是当代中
国国家治理的优势所在，又是推动发展的强大约束所在。

在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知识体系中，“大国治理”往
往是与集权与分权联系在一起的，在制度上往往将其解
释为联邦制和单一制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在一定意义
上，集权与分权无所谓好坏，只不过因时因地因传统而
宜而已。相应地，单一制与联邦制也无所谓好坏问题，并
不必然存在着单一制向联邦制转型的问题。而且，像中
国自古以来就是坚持大一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如今在
国家结构形式上坚持单一制，就是对郡县制传统的最好
承继。此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在以往农耕社会的
郡县制传统下，地理交通不便让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的
治理往往存在鞭长莫及的情况，如今在当代中国快速发
展的“八纵八横”式高铁交通网络体系规划之下，已不再
成为问题。

不过，我们在讨论大国治理问题，看到了承接中国
古代郡县制大一统的基因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也就是说，在大国治理这个背景
下，我们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基本原则，这是不容
讨论的根本性原则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
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践业已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根
本性制度要素。

三是使命型政党背景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
法宝，包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如今这三大
法宝继续得到有机传承，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
党保持长期执政的真正奥秘，一方面在于始终不忘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另
一方面在党政军社关系的处理上，始终坚持三大基本原
则：一是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不搞
西方的“军队国家化”做法；二是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让党的精英始终分布在国家政权和社会治理等各条
战线和各个领域；三是始终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
原则，更通过对国家政权、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有机
嵌入，实现党政军社的一体化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还通过广为覆盖的组织体系，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
党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
企业的党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群团以及基层社区
（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的党组织系统，覆盖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新网络组织的党组织系统，实现了党对国家
和社会的全方位领导。

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奥秘，无疑与中国共产
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独特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把中
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做个简要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二者
在性质、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六个方面的巨大差
距（唐亚林，《使命 - 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
态建构论纲》，《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7 期）；而且，
中国共产党通过回应 - 责任型政府与使命 - 责任型政
治两条互嵌互连的路径，以民主集中负责制的制度形
态，建构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兴国
体制”（唐亚林，《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
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行政
论坛》2017 年第 5 期），探索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自由资
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实现国家繁荣
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共荣的奋斗目标做出了
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中，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原则。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在具体
工作中的应用，一是始终保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
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三是充分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
展，四是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五是以党员干
部队伍和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始终保持对社会价
值观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背景和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的原则这一根本性特质，从郡县制历史传统中也
可看出一些端倪，这就是一个政权始终要以天下苍生为
念，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要有近期和
长远相结合的战略发展规划，要将组织的使命始终贯彻
在一切工作之中，要形成高效的决策与执行一体化治理
体制，要通过领导人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把所倡导
的价值观转化为民众自觉的行动和日常生活规范体系，
等等。

当今世界因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交织而呈现风
险迭出、共识难成、合作艰难等新特征，这是领导中国、
发展中国、研究中国无以绕开的重大现实环境。如果离
开了强大的且具有高度内聚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
开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世界大局的顺势而为和主动
作为，当代中国要想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独立自主地走向
现代化强国的成功之路，是难以想象的。恰恰从郡县制
传统中承继下来并得到发扬光大的最为重要的“利害相
一致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原则”，可以为我们在历史与现实比较之中，找到未来
前进的方向，从而增强对具备高度政党主体理性和政党
成熟性的中国共产党所内蕴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情怀，以
高度的认同、自觉的追随和切实的遵循。

笔谈：郡县制传统与当代中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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